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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系列 





编者按：2004年11月19日，闻名世界的海外综合媒体大纪元新闻网发表了特别公告和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极短时间内便在海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并开始迅速传播。为了让生存在信息严密封锁下的大陆民众适时的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新民报》从本期开始，将连续转载该社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外界评论和相关信息。 





（续）     【九评之六】 


    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盘经》中预言他涅盘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甚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盘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2]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




























































































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后，新唐人电视台今年将继续举办第二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预计今年的大赛将有更多的武林高手参赛。


今年的武术大赛比赛项目主要分成拳术和兵器，然后再分男女，总共是5项比赛。台湾的初赛是在8月1号，北美也有初赛，复赛，将在10月3、4日举行。这届比赛和上届的比赛在报名规则上相比有些变化：去年每位参赛选手可以报名参加任意多的项目，今年只能报一项。比赛前一到两周报名截止。





在未取得上述两项要件或即使取得的情况下，为达到保密要求，也会采取以下的方法：手术车开到刑场，武装警戒，秘密采摘器官，尸体装入尸袋，运到殡仪馆，推进火化炉，通知家属领骨灰及交纳子弹费、火化费等各种费用。


中国器官移植主体来自活人


在全世界，器官移植中，来自死人（脑死亡者）的器官都远远超过活体的器官数目。而唯独在中国，器官大多来自活人，而不来自死者，就是因为在中国没有脑死亡的概念和法律，人呼吸心跳停止后才算死亡，这样的器官往往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脑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医学概念，简单的说，人的脑功能丧失，而心跳和呼吸还在，可以认证脑死亡。在世界各国，脑死亡者，呼吸心跳还在，才能保证心、肝、肾器官的供血，这样的死人才是器官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没有脑死亡的概念和法律依据，人只有心跳呼吸停止才算作死亡，而这样的死者的器官已经往往不符合移植的要求。因为中国没有脑死亡的法律，造成来自尸体的器官数量非常有限。脑死亡的概念没有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没有法律依据。超过90%的中国人没有在遗嘱中同意把自己的器官用于移植，也没有和家人谈论过这个话题。中国人由于传统观念，死后想落个全尸，没有捐赠器官的习惯。同是中国文化的台湾，每年有六千七百人等待肾移植，而肾移植的数目已经多年稳定在每年二百例左右，基本没有活体肾移植。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马尼拉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另一方面，中国卫生部坦言，除了百分之二的捐赠器官源外，他们对另外百分之九十八的器官来源无法控制。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中共建政以来，从一九六零年吴阶平进行第一例肾移植开始，利用活体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满足党、政、军界高级人员健康需要便成为惯例。文革中，钟海源被活体取肾移植给高干子弟飞行员只是其中一例。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在一九六二年的文件，省一级政府有权在所辖军区的监管之下设立重刑犯罪分子的资源再回收机构，而且一直沿袭至今，根据该文件规定，死刑及罪大恶极的重刑犯罪份子可以根据国家及社会主义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革命化处理。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至今这一文件仍在执行。许多的地方公检法部门对待该问题基本上要么是直接移植然后火化，要么击伤进行形式死亡仪式后直接移植然后火化。


该文件规定：死刑罪犯执行后的尸体，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以利用：一、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二、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三、经家属同意的。该文还规定了严格保密及武装警戒等事项：经执行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又不得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这一文件为死刑犯的器官买卖提供了相对“合法”的依据。基本模式如下：1、在家属不知道刑期的情况下，在火化后通知家属领取骨灰。2、欺骗或逼迫家属在同意捐献器官证明上签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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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场』，里面曾有二万五千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缪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2]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著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著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著「甚么佛经尽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被破坏殆尽。


（五）、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商业化运作形成器官买卖网络


摘取死刑犯器官的运作需要法、医、刑三方合作，医院有了出高价的病人时，派医生以检查身体的名义到监狱去抽死刑犯人的血样。如找到配型合适的活体，医院就做好安排，选定行刑和手术的日期。事先并不通知死者和家属，死者临刑前一般不知自己即将被处决，更不知体内器官会被挖走。通常在犯人在被执行枪决后，身着迷彩服的医院医生立即将尸体抬上流动的取器官车，车上设备为简单的手术台和一些消毒设备，保证取下肝、肾等内脏器官，在快速取出内脏后尸体被抬出，救护车则以最快速度开回医院，医院里等着换器官的病人已经在手术台上就绪，等待器官植入。而被取掉器官的尸体则被送到火葬场火化，等其家人来领骨灰。 


九十年代中，随着中国器官移植业的成熟和巨大的牟利需要，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使中间商、医院、法院、监狱、卫生局、检察院、军队医院、武警系统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器官买卖网络。中间商负责全面协调各方面情报和关系，医院只需和中间商联系，向中间商付款。中间商分多个层次，大的中间商控制一个到几个省的网络，小的中间商控制一、二个地区。具体程序是：各地法院在已写着或可能写着为死刑犯的犯人中间，挑选可利用人的资料提供给中间商。中间商负责联系医院派人到监狱采血进行各种配型检验。医院将检验结果与数据库内的受体信息比对，如有合适的，立即通知中间商密切关注死刑犯执行日期。如都不合适，即将检验信息返回，进行再销售。如仍不能适用，则将检验信息返回中间商，由中间商向其它医院提供。一旦发现适合的供体，医院会立即通知受体住院，做移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成为“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时，为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和残害。江氏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更将迫害推向了歇斯底里化。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里，不愿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令人发指的精神摧残和酷刑折磨、受到残忍下流的性侵犯、被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残害……。虽然中共至今还没有公开对法轮功学员判处死刑，可据明慧网通过民间渠道的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三千二百六十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得以证实。活体摘取器官就是对江泽民之“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从1999年开始，中国进入临床移植第二次“高潮”，仅中华器官移植学会提供的数据，自2000年开始，每年肾移植的例数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10220例；2005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9699例。肝移植1998年仅20余例，1999年超过100例，2000年为258例，随后肝移植数量每年翻倍式增长，2001年为493例，2002年为849例，2003年为1528例。2004年为3516例，其中亲属供肝23例，2005年，全国登记的肝移植例数为4155例。在辽宁省沈阳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于2006年3月9日被曝光后，中共卫生部才于3月27日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随后器官移植例数急剧下滑。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大陆，按来自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的2000年至2005年，进行了60000个器官移植，其中41，500个器官移植，除来自法轮功学员之外无法解释来源。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例如官方公开是一年是3万例，那么实际进行的数量应是11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剧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的军事背景的医院（转第二版）








